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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5]摘要：双元创新是企业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因果交互过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2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案例，以整体视角探究外部环境、企业资源和能力、高管团队3个方面6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并将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概括为3种模式：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内外部资源联合型、技术能力主导型。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和技术受限时，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可驱动企业双元创新；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内外部资源支持和企业技术是企业开展双元创新的有力保障；当竞争环境相对稳定时，政府补助与技术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开展双元创新；此外，政府补贴和高管团队政治关联具有“互斥”效应。研究得到三点启示：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很好地应对前因复杂性，为系统研究企业双元创新提供新思路；企业必须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发展并维持双元创新；政府需要督促企业提高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并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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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ts formation is a complex causal interac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32 high-tech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s cases,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six factors in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external environment, enterprise resource and capabilities,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and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odes: 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lementary,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resource capacity combined, and technology-orien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es are limited, the complement of the market and non-market factors will driv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under the role of market competition, enterprises' redundant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re the powerful guarantee to carry out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when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stabl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he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are conducive to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In addi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political connection have mutually exclusive effect. Three enlightenments are obtain from this stud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an deal with the complexity of antecedent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enterprises must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develop and maintain it;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urge enterprises to use government subsidies more efficiently and play a guid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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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研究表明，双元创新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提高竞争优势的有效方式[1-2]，它要求企业同时进行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其中，前者是探索新知识、开发新技能的一种突破式创新活动；后者是优化与改进已有产品的一种渐进式创新活动[3-4]。对企业来说，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兼顾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创新活动并保持适当平衡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1]。但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作为连续统一体的两端，会争夺企业资源，导致企业分配资源时顾此失彼，不利于双元创新，陷入二者相悖的困境。企业如何权衡现有资源环境并有效开展双元创新？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针对不同层面的不同要素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文献回顾发现，学者普遍提出企业双元创新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动荡性、市场竞争强度、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5-8]，企业积累的资源、能力、结构、文化等企业层面因素[5]，以及管理者的特征、经历、风险偏好等高管团队（TMT）层面因素。
虽然现有关于企业双元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是在各前因变量相互独立的前提下探究单个因变量对双元创新的主效应，很难清晰阐述3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逻辑较为局限。企业双元创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行为，很难从单一方面给出合理解释。本研究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探究企业双元创新驱动因素的初衷，便是以整体视角分析不同内外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基于整体范式的集合论研究方法，已有研究表明，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克服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并不强调各变量的净效应，而且能够有效处理多个因素同时构成的构型[9-10]，与本研究主题吻合。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外部环境（市场竞争强度、政府补贴）、企业资源和能力（组织冗余、技术多元化）以及TMT（TMT技术背景、TMT政治关联）3层面6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模型，探究企业实现双元创新的多条等效路径。
2  理论基础
March[4]基于组织学习视角将企业创新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是一种根本性、脱离原有技术轨道的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利用式创新是以现有技术为基础的再开发过程，具有确定性强、可预测性的特点。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情境下，企业要想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不但要具备核心技术，还要拥有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环境、资源和能力共同影响企业决策，双元创新需要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权衡并分配各项资源。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整合，本研究将双元创新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企业资源和能力以及高管团队3个层面。企业发展依托于外部环境、市场环境变化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都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双元创新首先应考虑市场和政府因素[5，11]；企业是双元创新的行为主体，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影响企业双元创新战略部署以及具体实施的关键因素[12]；TMT是企业内部的核心群体，其自身能力与所掌握的资源会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战略制定和活动执行[2]。本研究构建的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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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模型

2.1 外部环境层面
外部环境变化是企业双元创新的动力之一[5]。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是推动企业行为的重要动因，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都对资源分配起重大作用[13]。一方面，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通过双元创新来维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双元创新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市场失灵，此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通过资金补助或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激励企业双元创新[14]，有效缓解市场失灵问题。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2.1.1  市场竞争强度
市场竞争强度反映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随着同行业竞争者数量增加而加剧[15]。市场通过竞争将资源配置给企业，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创新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味规避风险盲目跟风只会丧失竞争优势、加大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所以，采取积极的策略防患于未然，不断优化核心技术与探索新研究领域是必要的。当市场竞争加剧时，探索式创新产生的新产品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保证其在现有市场脱颖而出或在新兴市场立足；利用式创新通过对已有技术或产品的优化，确保企业能在短期内产生合理的投资回报[5]。因而，市场竞争压力促使企业通过双元创新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双元创新带来的差异化战略也确保企业有足够底气与市场竞争抗衡。
2.1.2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是指政府为激励企业创造性活动而给予的无偿资金支持。目前关于政府补贴的效用仍存争议：一方面，政府补贴可以弥补“市场失灵”，降低研发成本，同时释放出企业发展利好的信号，带动企业投入更多组织层面的创新资源，产生杠杆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补贴也会产生挤出效应，通过抬高市场上研发要素价格，挤出一部分企业的研发活动[16]。对于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而言，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的投资风险不同，企业需要权衡来确保政府补贴得到有效利用。政府补贴可以加快利用式创新的速度，助力创新项目快速应用于市场，有利于企业短期绩效的提高；探索式创新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导致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增大外部融资难度[17]，政府补贴可以降低探索式创新研发成本、帮助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融资。因而，政府补贴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2.2  企业资源和能力层面
外部因素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双元创新的系统性趋势，但无法解释企业间的异质性，企业的资源、能力、结构等都会影响双元创新[5]。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充足的资源可以避免两类创新活动争夺资源的情形，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18]；成熟的技术基础能提高企业内部知识的转化效率[3]，是双元创新顺利实施的保障。因而，本研究选择组织冗余和技术多元化作为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2.2.1  组织冗余
组织冗余是指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与维持现状所需资源之间的差异，或企业中未被利用的闲置资源，反映了企业资源的宽裕程度。创新活动具有连续性和退出成本高的特点，若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就会出现正在进行的创新项目因为资源短缺而搁置或不同创新活动争夺资源的情形，给企业带来损失[20]【应按引用文献在文内出现的先后顺序标注序号】。因而，当企业拥有较多冗余资源时，较为宽松的内部资源环境会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双元创新活动顺利实施的基础[5,18]。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组织冗余可以为双元创新提供资源保障，有利于两类创新活动的共存和互补[21]。利用式创新的目标是改进已有产品，快速提升短期绩效，组织冗余能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准备；探索式创新追求通过技术变革来获得长期利益，新知识与新思想的运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组织冗余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组织冗余使企业具备更好的资源驾驭能力，提高双元创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2.2.2  技术多元化
技术多元化是指企业技术能力的多元化程度[22]，即企业在保持核心技术优势的前提下，为增强技术能力或扩展技术种类而延伸至其他领域[23]。技术多元化既可以提升企业内部知识的转化效率[19]，帮助企业快速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也能够拓展企业的知识宽度，防止产生思维定势，促进企业技术变革。高度多元化的技术知识是企业双元创新的基石。探索式创新过程中存在大量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技术多元化为新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知识保障；利用式创新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优化来满足客户或市场需求，技术多元化为技术改良提供了条件，便于企业通过对已有知识的调用和组合实现渐进式的创新成果。技术多元化是企业拓展创新宽度和探索创新深度的基础，有利于推进双元创新。
2.3  高管团队层面
TMT是企业内部的核心群体，在双元创新的活动制定和具体执行中起着关键作用[2]。高层梯队理论认为，TMT特征可以反映其行为偏好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24]，如双元创新战略等。一般而言，TMT成员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很有可能左右其决策选择，是影响管理者制定决策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选取TMT的技术背景和政治关联作为TMT层面的驱动因素。
2.3.1  TMT技术背景
技术背景是TMT的重要特征之一。技术人员在双元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5]。若处于决策地位的TMT具有相关技术背景，熟悉企业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及发展动向，则会对研发过程给予更多关注，减少创新阻力。TMT是否具有技术背景，对研发决策和资源配置都起着关键作用。双元创新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具有技术背景的TMT了解研发活动的重要性，可以合理分配企业资源，促进研发效率[26]。一方面，具有技术背景的TMT无形中营造出积极创新的企业氛围，可以鼓舞研发创新活动，加快产品改进或优化的速度[27]，进而实现利用式创新；另一方面，TMT成员具有技术背景，更能察觉市场对技术的需求，在技术革新方面具有前瞻性，会为新产品开发配置更多资源，推动企业探索式创新。TMT技术背景对两类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双元创新。
2.3.2  TMT政治关联
双元创新需要大量外部资源的支持，TMT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28-29]。政治关联是TMT社会关系的一种，可以帮助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外部资源。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资源的分配者[30]，因而对企业而言，若TMT成员与政府有关联，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金或技术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平衡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首先，企业在制定双元创新决策时需要收集多样化信息，以便于掌握最新技术动向，而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快速获取有效的创新政策、掌握市场发展动向，便于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双元创新战略；其次，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撑，TMT成员可以通过其政治关联帮助企业争取到政府补贴，避免因资源短缺阻碍某一类创新活动的实施。TMT政治关联是企业所拥有的一种关键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减少双元创新过程中的阻力。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选择和数据收集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相较于一般企业创新积极性更高，在研发创新方面具有代表性，因而，本研究选取A股中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案例。通过借鉴国家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等政策文件，确定高新技术企业行业代码。为保证案例数据的有效性，对初始案例进行如下筛选：（1）考虑到本文对双元创新的研究是以专利为基础，因此剔除2018年专利数为零的企业；（2）QCA并非大样本研究，对缺失数据的特殊处理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剔除所有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另外，由于原因对结果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前因变量的数据选取2017年的。最终保留32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案例（以下简称“样本”），共涉及10个行业。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其中，组织冗余、政府补贴、竞争强度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根据企业财务报表披露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TMT技术背景和TMT政治关联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经过笔者手工整理计算得出；技术多元化以及双元创新数据来源于中国专利数据库，通过对企业专利整理分类并辅以相关计算得出。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来检验各前因条件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探究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不同构型。QCA是一种介于定量分析和定性比较之间的研究方法，以布尔逻辑和集合论为基石，探究多个前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结果，体现殊途同归的结果等效性[10，31]，满足双元创新驱动机制的研究。具体来说，选择fsQCA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QCA可以应对前因条件的复杂性[31]。不同于回归分析方法强调单个变量的净效应，QCA以构型理论为基础，可以有效处理多个前因条件之间的复杂交互[10]。
[bookmark: OLE_LINK95]第二，QCA聚焦于前因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非对称性，可以处理不对称的因果关系（即，当，未必成立），通过分析哪些因素是结果（双元创新）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判定条件和结果之间的非对称关系[31-32]。
第三，QCA方法对样本量要求不高。研究案例数为32家企业，对定性分析而言案例数过多，但又不满足量化研究的大样本要求。作为定性比较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产物，QCA突破样本量限制，不需要大样本来保证结果的无偏性[32]，也无需对跨层条件做特殊处理，正适合双元创新的研究。另外，选择fsQCA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同时拥有定性和定量属性，相较于其他QCA方法（如csQCA和mvQCA）而言更具优势，更能说明前因条件在程度或水平上的变化。
3.3  测量和校准
fsQCA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模糊集视为一个连续变量，校准后用其来指代集合的隶属程度。这种隶属关系通过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设定“完全不隶属”“转折点”和“完全隶属”3个定性的门槛值，但在实际校准过程中不是所有变量都有可供参考的校准标准。对缺乏参照标准的因素，为避免人为校准的主观性，参考Garcia-castro等[33]的做法，分别用其在10、50、90分位数的值当作相对应“完全不隶属”“转折点”“完全隶属”的门槛值。如下便是各条件的具体测量方法与校准标准（见表1）：
（1）市场竞争强度（MC）。借鉴以往研究，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HHI指数来衡量市场竞争强度[34]，计算公式为：。其中，Xi为行业内企业i的年度营业额。HHI指数反映了行业的竞争情况，HHI指数越小，说明该行业竞争越激烈；反之亦然。以HHI指数的中位数0.022为基准，将样本企业行业分为高竞争和低竞争行业，若某行业HHI指数小于0.022，则为高竞争行业，赋值为1；若某行业的HHI指数大于0.022，则为低竞争行业，赋值为0。
（2）政府补贴（GS）。考虑到各企业规模不同，其获得政府补助的额度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利用政府补助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政府补贴，以避免由企业本身引起的系统误差[35]。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3）组织冗余（OR）。利用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衡量组织冗余[36]。流动比率表示企业中不受其他因素约束的冗余资源。一般而言，流动比率越高，就意味着企业拥有越多可以用于满足即时需求的灵活资源[37]。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组织冗余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4）技术多元化（TD）。参照张庆垒等[7]和Guan等[38]的方法，通过企业申请专利种类来衡量技术多元化程度。由于中国采用IPC方法来区分不同专利所属领域，以IPC主分类号的前4位为基础区分类别，具体采用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来计算企业技术多元化程度，计算公式为：。其中：TD为企业技术多元化；n为专利的IPC号；为第i种类别的专利数占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总数的比例。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技术多元化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5）TMT技术背景（TB）。通过TMT中有相关领域技术背景的成员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TMT技术背景。其中，确定技术背景的标准为：一是接受过技术领域专业知识的高等教育；二是有相关职业背景，即曾在相关行业的研发设计岗位或高校专业任职。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TMT技术背景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6）TMT政治关联（PC）。用赋值法来衡量TMT政治关联。将TMT成员中有在国家、省级、市级、县（区）以及乡镇担任政府部门行政职务的企业分别赋值为5、4、3、2、1，当TMT中没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则对该企业赋值为0；若企业存在两名及以上TMT成员在政府部门任职，则以所任职务最高行政级别为准。在校准时，将“5”设定为完全隶属成员，“3”为转折点，“0”为完全不隶属成员。
（7）通过对不同专利所属类型的划分，以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类型总数来衡量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以IPC号的前4位为基本类别、以5年为过渡期来确定一项专利的类型。若企业申请的某项专利在之前5年内出现过相同的专利分类号，则将该项专利记为利用式创新；若企业申请的专利类别在之前5年内未出现过相同的专利分类号，则将其记为探索式创新。
（8）双元创新（AI）。借鉴陈建勋等[2]的方法，采用有机平衡观来衡量企业双元创新程度。利用公式来测量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相对平衡度。其中：x为探索式创新的专利数；y为利用式创新的专利数。当x=y时，平衡度的值为1，意味着企业此时双元创新能力最强；当两者不平衡，即|x－y|>0时，差值越接近于0表示企业双元创新能力越弱。选取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表1  样本各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条件和结果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双元创新（AI）
	1.000
	0.464 5
	0.000

	市场竞争强度（MC）
	1.000
	—
	0.000

	政府补贴（GS）
	0.011
	0.003 8
	0.001

	组织冗余（OR）
	4.586
	2.192 5
	1.252

	技术多元化（TD）
	0.862
	0.707 0
	0.375

	TMT技术背景（TB）
	0.667
	0.333 0
	0.000

	TMT政治关联（PR）
	5.000
	3.000 0
	0.000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实证结果
（1）必要条件检验。首先对单个前因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为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若某个前因条件总是存在于结果发生的情况下，那么该条件就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39]。在fsQCA研究中，用一致性衡量必要条件，若一致性水平大于0.9，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10]。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的双元创新必要条件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可知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在0.9以下，都不能单独构成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2  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条件
	双元创新
	前因条件
	双元创新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0.464
	0.640
	
	0.750
	0.681

	
	0.536
	0.387
	
	0.467
	0.463

	
	0.625
	0.691
	
	0.607
	0.597

	
	0.584
	0.484
	
	0.650
	0.594

	
	0.516
	0.514
	
	0.303
	0.891

	
	0.710
	0.641
	
	0.853
	0.482


注：“”指逻辑非。

（2）条件构型的充分性分析。接下来通过组态分析探究多个前因条件构型引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识别前因条件构型[40]。在模糊集中，确定案例频数阈值与模糊子集一致性是很重要的一步，它决定了案例与构型是否隶属于结果出现的前因组合。频数阈值的设定需要以样本规模为依据，本研究的案例数量属于中小样本研究，频数阈值为1即可。在设定一致性时，为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结合研究具体情况并参考已有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12，41]，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设为0.7[42]。由此得到企业双元创新的初始前因条件构型，即复杂解。在设定简单类反事实前因条件时，考虑到已有研究并没有针对本研究的这6个前因条件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给出一致结论或明确的理论支撑，因此本研究在给出中间解的步骤中选择“存在或缺席”，并没有对这6个前因条件在何种状态下会导致企业双元创新作出具体预设。经过反事实分析后得到简约解和中间解，若某个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则记为核心条件；若仅出现在中间解中，则记为辅助条件[41]。遵循已有研究，本研究分析时以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
	前因条件
	构型

	
	a
	b1
	b2
	c

	市场竞争强度
	●
	●
	●
	

	政府补助
	
	●
	●
	●

	组织冗余
	
	●
	●
	

	技术多元化
	
	
	●
	●

	TMT技术背景
	
	●
	
	

	TMT政治关联
	●
	
	
	

	一致性
	1
	0.985
	0.986
	0.915

	原始覆盖率
	0.086
	0.132
	0.135
	0.303

	唯一覆盖率
	0.036
	0.033
	0.021
	0.22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41

	总体解的覆盖率
	0.452


注：1）●代表核心条件存在；2）代表核心条件缺席；3）●代表辅助条件存在；4）代表辅助条件缺席；5）空格代表该条件存在或缺席均可。下同。

在构型分析中，一致性和覆盖率是判断不同前因条件构型与结果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由表3可知，总体解的一致性大于阈值0.8，满足一致性条件，单个构型解的一致性水平也均大于0.8，可构成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研究发现a、b1、b2和c 这4种导致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可以视其为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组合，证明了构型视角殊途同归的特点。从各构型本身来看，构型a是在市场竞争强度、TMT政治关联存在，其他均缺席的情况下成立；构型b1、b2的简约解相同，都是以市场竞争强度和政府补助为核心条件，但二者的辅助条件不同；构型c是在政府补助、技术多元化存在，组织冗余、TMT技术背景和TMT政治关联均缺席的情况下成立的。
4.2  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分析
fsQCA是以构型视角研究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前因条件之间关系相对复杂。根据不同构型所包含的核心条件与其背后的解释逻辑，本研究将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4种前因构型归纳概括为3种不同的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模式，通过对这3种模式的诠释以及结合典型案例的分析，提炼出相应的结论。
（1）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这一模式的前因构型为（MC*~GS*~OR*~TD*~TB*PR），是在市场竞争强度与TMT政治关联存在，其他条件均缺席时成立的，将其命名为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在该模式中，市场竞争强度和政治关联是企业双元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其中，市场竞争为外部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提供双元创新动力。但仅凭借市场的外部激励作用不足以支撑企业双元创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双元创新还需要一定的资源基础。在中国情境下，新兴市场的制度环境和战略要素尚不完善，政府仍掌握着一部分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的分配权，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获得政府支持，对其生存和发展有重要意义[30，43]。TMT作为企业举足轻重的人力资源，其政治关联是企业的“天然”优势。一方面，TMT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取资源支持、掌握创新政策[44]；另一方面，与政府的关联性可以帮助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等方面减少阻力。在这种模式下，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可以形成有效互补。
QCA方法研究可以聚焦到案例本身对构型进行因果解释[31]。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胶用炭黑等煤焦油加工业务，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该行业在化学工业中占主导地位，行业内企业数量庞大，市场竞争激烈，但行业本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亟需通过双元创新来缩小差距；另外，该公司主营业务的原材料是原油，此类稀缺资源均由政府配置，基于政治关联的寻租活动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对这类企业而言，尽管资源和技术都相对有限，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政府关联也会促使其开展双元创新。据此，提出以下结论：在资源和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市场-非市场因素的结合会驱动企业双元创新。
（2）内外部资源联合型。这一模式包含两个前因构型（b1和b2），核心条件为市场竞争强度和政府补贴。其中，b1（MC*GS*OR*TB*~PR）的辅助条件为组织冗余、TMT技术背景存在，TMT政治关联缺席；b2（MC*GS*OR*TD* ~PR）的辅助条件为组织冗余、技术多元化存在，TMT政治关联缺席。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既有外部市场激励、政府补贴帮扶，又有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支撑其实施双元创新，因而将其命名为内外部资源联合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企业双元创新而言，资源是前提保障，技术是核心优势。当企业资金充裕，又有技术加持时，就会有足够的底气来维持双元创新，在科研创新方面的风险承担能力也要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18-19]。此时，市场竞争强度的外部推动更是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构型b1和b2中，TMT政治关联均缺席，说明对这类企业而言，尽管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只要企业本身拥有充足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依靠自身实力实现双元创新。
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为恒瑞药业，这是一家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医药健康企业，其每年用于技术研发的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10%以上[footnoteRef:1]【此处内容为信息来源，并非对研究内容的注解，应归为文后参考文献表内，著录文献】，被誉为国内医药界的“创新一哥”。在中国大多数医药企业都致力于研发仿制药时，恒瑞药业主动“跳出舒适圈”，带头创新，不拘泥于已有技术，积极研发新药产品，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齐头并进。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尚且如此，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其他企业更应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因而，针对内外部资源联合型，提出以下结论：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内外部资源支持和企业技术是企业开展双元创新的有力保障。 [1: 数据信息来源于《恒瑞医药深度解析：中国制药创新未来》。] 

（3）技术能力主导型。这一模式的构型为（GS*~OR*TD*~TB*~PR），是在政府补贴、技术多元化存在，组织冗余、TMT技术背景、TMT政治关联均缺席的情况下成立的。在该模式中，政府补助与企业自身的技术多元化是企业实现双元创新主导作用，故将这一模式命名为技术能力主导型。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虽然缺乏外部市场环境的激励以及自身冗余资源的支持，但技术能力突出，政府补贴一方面可以弥补企业资金不足的窘境，加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可以向外传递企业发展利好的信号，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帮助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融资[8]。该模式下的外部市场环境相对稳定，企业也没有充足的冗余资源用于科研创新，在双元创新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尽管在驱动条件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多元化的技术基础可以使企业在申请政府补贴时更具竞争力。技术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在高科技行业，技术更新换代速度飞快，所以更应该权衡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做到“两手抓”：一方面，注重对异质性知识的探索，将研发技术扩展到非核心领域，增加创新产品的多样化[25]；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核心技术领域，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寻求新的突破，将创新产品发展得更专业化。因而，对该模式下的企业而言，即使缺乏其他条件的支撑，也应该注重对技术的强化和拓展。
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方大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回顾其发展历程，从2008年基础差、底子薄、负债累累的“老大难”企业到如今跻身行业第一方阵，离不开企业的不断创新。另外，政府补助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减少企业创新阻力，有助于企业重振旗鼓。该公司在科研创新方面一直秉承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专利申请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针对技术能力主导型模式，提出以下结论：当市场竞争环境相对稳定时，政府补助与企业技术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开展双元创新。
4.3  稳健性检验
QCA研究在结果分析中某些构型的观察案例较少，甚至会出现没有符合条件的案例而需要通过反事实分析来辨别构型的情况[31]，导致QCA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受到质疑。为提高结果的可信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是很有必要的。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采用改变测量方法与调整一致性阈值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1）改变测量方法。为了避免测量方法不同而导致结果不稳健，改用虚拟变量设置前因条件TMT政治关联：若某企业有TMT成员现在或曾经在中央、省级、市级、县（区）级以及乡镇担任政府部门行政职务，用1表示；若没有，则用0表示。在校准时，将TMT政治关联视为一个二分条件，有政治关联的赋值为1，没有政治关联的赋值为0；在构型分析中，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不变。结果如表4所示，与之前的结果相比，总体解的一致性由0.941调整至0.952，总体解的覆盖率由0.452降低至0.422，单个构型解的一致性水平都在0.8以上，可以形成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从构型之间的集合关系来看，表4包含5种构型，其中构型a1*和b*与表3中构型a和b1所包含的条件完全相同；构型a2*、a3*的核心条件与表3中a的核心条件相同，辅助条件略有差异；构型c*是表3中构型c的子集，二者解释机制完全相同。在拟合参数方面，各构型的一致性和覆盖率都有所调整，但对研究结论并无影响。总体来说，改变TMT政治关联的测量方式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4  改变测量方式下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
	前因条件
	构型

	
	a1*
	a2*
	a3*
	b*
	c*

	市场竞争强度
	●
	●
	●
	●
	

	政府补助
	
	●
	●
	●
	●

	组织冗余
	
	
	
	●
	

	技术多元化
	
	
	●
	
	●

	TMT技术背景
	
	●
	
	●
	

	TMT政治关联
	●
	●
	●
	
	

	一致性
	1
	1
	0.971
	0.979
	0.916

	原始覆盖率
	0.070
	0.055
	0.066
	0.094
	0.166

	唯一覆盖率
	0.032
	0.016
	0.066
	0.094
	0.166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52

	总体解的覆盖率
	0.422



（2）调整一致性阈值。将一致性水平由0.8调整至0.85，频数阈值不变，再次进行构型分析。在给出中间解的步骤中依然选择“存在或缺席”，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较于表3的结果，总体的一致性和覆盖率都发生了微小变化：总体解的一致性从0.941提高至0.960，覆盖率降低至0.411。从构型之间的集合关系来看，表5中的构型a**、b1**和b2**与表3中的构型a、b1和b2所包含的条件完全相同；构型c**是表3中构型c的子集。所以，提高一致性阈值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5  调整一致性阈值下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
	前因条件
	构型

	
	a**
	b1**
	b2**
	c**

	市场竞争强度
	●
	●
	●
	

	政府补助
	
	●
	●
	●

	组织冗余
	
	●
	●
	

	技术多元化
	
	
	●
	●

	TMT技术背景
	
	●
	
	

	TMT政治关联
	●
	
	
	

	一致性
	1
	0.985
	0.986
	0.923

	原始覆盖率
	0.086
	0.132
	0.135
	0.183

	唯一覆盖率
	0.045
	0.033
	0.051
	0.18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60

	总体解的覆盖率
	0.411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双元创新是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创新形式，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因果交互过程，需要企业内外部资源的相互配合；双元创新的形成机制难以从片面解释，任何一个前因条件既不能单独构成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导致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本研究以一个整体视角从外部环境、企业资源与能力、TMT等3个层面出发，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市场竞争强度、政府补助、组织冗余、技术多元化、TMT技术背景、TMT政治关联等6个前因条件相互交互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发现4条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分别对应不同的典型案例，具体概括为3种模式：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内外部资源联合型、技术能力主导型。具体的研究结论为：
（1）市场竞争是激励企业双元创新的关键因素。在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模式中，市场竞争强度、TMT政治关联是关键因素。可见，即便是在技术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市场压力也会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
（2）内外部资源联合是企业双元创新的理想条件。对大企业而言，市场竞争、内外资金和核心技术是其技术创新底气，但双元创新的长期投入会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风险成本，因此，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政府补贴的支持对企业双元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了。
（3）技术多元化是推动企业双元创新的主导条件。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高新技术企业若具备雄厚的技术基础，就容易获得政府补贴以及外部融资等资金支持，从而有助于开展双元创新。
（4）政府补贴和TMT政治关联具有“互斥”效应。在本研究的4个构型中，政府补助和TMT政治关联未同时存在于某个构型中，企业政治关联降低了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说明政治关联容易导致企业依赖政企关系产生寻租行为，从而不重视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造成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的低效。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双元创新研究领域、企业和政府都有一定的启示：
（1）较早地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引入双元创新的研究当中，以全局视角探究不同内外部因素如何相互结合驱动企业双元创新。对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而言，研究者不应拘泥于定量分析，仅以加入中介或调节为手段研究双元创新的影响因素。众所周知，企业所处的现实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政策变更、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是企业自身内部变革、突发事件干扰都会成为左右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若研究中将较多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结论的准确性就会大打折扣。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很好地应对前因复杂性，给较为全面地研究企业双元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另外，通过对各构型进行分析，基于其所对应的案例提出不同命题，对企业的理论指导更加聚焦，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双元创新。
（2）对于企业而言，首先，管理者必须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所处市场环境的激烈程度、行业特征以及组织自身条件制定相应的双元创新战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只是一味地盲目跟风，模仿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创新产品，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的发展状态，长久下去就会失去主动创新的勇气，变得越来越固步自封；同时，企业也需要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不能只专注于单一技术领域，要勇于探索新的技术领域，扩展企业的科研领域，防止出现技术锁定效应。企业需要发展并维持双元创新，避免技术掉队情况，在优化核心技术的同时，通过新技术的产生来确保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3）对于政府而言，要提高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并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研究发现，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而言，TMT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方式获得政府配置的相关资源。为提高政府补贴的作用，政府应该严格监督企业对各项补助的支出情况，企业也应该主动详细披露对补助的使用情况，让政府的各项补助都能够做到透明化；同时，政府在发放补贴时也应该详细了解企业的创新战略，引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另外，政府应该保持零容忍的反腐态势，防止企业利用政治关系套取稀缺资源，杜绝寻租行为，确保政府补贴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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